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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的早期接受
 
高海波 刘兰珍

摘 要:在留美的社会学者孙本文、林耀华等人的推动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研

究先驱查尔斯·霍顿·库利的社会学说自20世纪20年代起传入中国,其传播思想受到

民国学术界的关注。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的早期引介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注意到了

他的交通研究,二是将传播与人类本质相联系,这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库利在传播学发展

史上的意义仍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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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不仅以“初级群体”、“镜
中我”等理论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被视为传播学研究的先驱。国内学界

对库利传播学说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然而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的是,早在建国之前我国社会学者如孙本文、林耀华等人不光已经对库利的社会学理论达

到了非常熟悉的程度,并且开始涉及他的传播思想。

一、民国学者对库利交通理论的认识

1933年,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为《派克社会学论文集》所撰的导言中提及库利的交

通理论对罗伯特·帕克社会学说的先导作用。他认为帕克对美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是“发挥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及研究法”,并解释道:“之所以说‘发挥’而不说创始,是因为真

正的创始者,不是派克与麦甘齐,而是柯莱(C.Cooley)与韦伯(A.E.Weber)(柯氏的《运

输论》在1894年发表,韦氏的《十九世纪都市的发达》在1899年出版)。派、麦二氏的功劳,乃在将

柯、韦二氏已萌芽的思想发挥而广大之。”①

吴文藻的同事赵承信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认为库利早期提出的交通理论是以帕

克为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他认为库利从研究交通运输开始,继而探

讨人类社会的交往行为,并作为其社会学说的中心主题,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理论

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利最早提出,城市总是出现在一些交通线的交汇处,他称之为运输系

统的“结点”(modalpoint)。这些货运中转枢纽有利于人口、财富、商业和服务等各种资

源的集中,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城市。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交通运输的发

展,而交通运输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一个地方的区位关系。库利的交通理论中所包含的区

位分析法,后来由帕克和伯吉斯等人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一套从社会位置角度分析城市

的人文区位学研究。因此,赵承信主张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的一个重要源头便是“柯
莱(C.H.Cooley)教授的社会交通的理论”。他写道:

①吴文藻:《导言》,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燕大社会学会1933年,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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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莱教授以交通运输作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然而柯莱教授的兴趣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
虽然柯莱是从工程学转到社会心理学或心理的社会学的,但社会交通仍是他的社会学理论中

心之一。而且在他的思想与兴趣转变当中,发挥了运时(即运输所需时间)与运费距离(time
andcostdistance)的理论,他便是这样有意或无意地立下今日人文区位学所谓区位距离的理

论的基础。①

  藉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库利学术兴趣的转变过程。交通运输是他整个研究生涯的起点,但他的

交通理论并不侧重于工程技术问题,而在交通运输的社会影响,即交通如何使人们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

碍,这就为库利后来关注传播问题奠定了基础。“社会交通”(即传播)是库利社会学说的中心主题之一,
赵承信的这个判断也为后来的传播学者所证实。

刘光华是民国时期对交通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先后撰写了两本相关学术著作,一本是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交通》,另一本是1932年南京书店出版的《交通政策》。这两本书都留下了库利

交通理论的烙印。《交通》一书认为“人、物及思想的场所转移,叫做交通;而用以转移的一切设备叫做交通

机关。”该书进一步分析道,由于被转移的对象的不同,交通可以分为通信和运输两种:“思想的交通,叫做

通信;货物的交通,叫做运输。而用以通信的交通机关,名曰通信机关,用以运输的交通机关,名曰运输机

关。”②刘光华的这本《交通》在版权页上印有它的英文标题Communications。可见,刘光华认为交通的

含义与communication是大体相当的。同时,他将交通分为思想交通与货物交通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观点。这也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物质交通与精神交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开始将它

们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从全世界范围看,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联系起来从而探索人

类社会本质的,则首推库利。刘光华在后来所出的《交通政策》中明确提到他对库利学说的借鉴。
《交通政策》基本上沿袭了《交通》一书对交通所下的定义:“人、物及思想的空间转移,谓之交通;而用

以转移之诸设备,谓之交通机关。”随后同样对交通和交通机关进行分类:“移动之方法,因移动之物体而

异:思想之交通,谓之通信(Kommunikation);货物之交通,谓之运输(Befoerderung)。而移动之社会,谓之

交通机关(Verkehsrmittel)。”虽然上述引文中关键概念后面所标注的都是德文词汇,但刘光华在正文之后

的注释中还是提到了库利的交通定义:“库礼(CharlesH.Cooley):交通者,一切种类之事物由一处移到他

处之谓也。”③可以看出,刘光华对交通的理解与库利是非常接近的:库利主张移动对象包括一切事物,刘光

华认为被移动的事物分为人、物和思想,后者只不过表述得更加具体一些罢了。事实上,库利已经明确区

分了物质传播(materialcommunication)与精神传播(psychiccommunication),并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做

了进一步的限定,如空间型的物质传播为运输,时间型的物质传播为贮存,空间型精神传播包括手势、口
语、书信等,时间型精神传播为记录和保存思想的手抄本与印刷物等。因此,尽管刘光华也参考了一些德

国学者的论述,但库利的学说无疑给予了他的交通概念和交通类型极大启发。
遗憾的是,刘光华虽然提出了思想交通的问题,但由于他采取的是经济学角度,传播在他那里主要

被理解为经济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他对思想交通的论述仅限于对通信业的相关经济问题的分析,对
它的社会意义未予涉及。

美国当代学者彼得·西蒙森强调,库利发表他的《交通理论》的1894年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诞生元

年。虽是一家之言,但亦不无道理。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个传播学至今仍然未能正视的问题,那就是

为什么库利、帕克等人的传播观念总是与交通运输交织在一起。在此意义上,民国学者能够注意到库利

的交通理论,并将它与社会传播联系起来,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民国学者对库利传播观的解读

库利在他的交通研究中发现,交通实际上可以看做广义上的社会传播的一部分。无论是思想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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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载《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第151~205页。
刘光华:《交通》,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页。
刘光华:《交通政策》,南京书店1932年,第5页、第4页、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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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都能够实现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的转移,这种传播机制是社会

得以构成的关键之所在,是社会各部分赖以依存的基础。缺少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目标,
更不会有共同目标之下的分工协作,社会组织的进化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传播被视为一种

基本的社会机制,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库利社会学三部曲的共同主题。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库利从传播角度对人的本质作出了新的阐释。当时正是进化论风靡

全球的时期,从遗传、本能的角度分析人类行为的做法非常普遍。而库利则提出,人的个体生命有两个

不同来源,一个是生物遗传,一个是社会传播。用云端女士在《古莱及其社会学说的介绍》中的话来说:
“生命之给与有二,恰如一条川流与川旁道路,川流是遗传的给与,道路是社会的通传,一由胚体流动,一
由言语、接触,与教育达到。本性的根源于这两样都有关系,故遗传与社会环境是彼此作用的。”①川流

不息常用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这在古今中外皆然。库利的妙思在于他用道路来形容传播,并与河流相比

较,使人一下子就能抓住传播不同于作为自然过程的遗传的社会性质。
林耀华对库利所提出的生物历程与社会历程的区分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介绍道:

柯莱(C.H.Cooley)氏在1902年他的处女作《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HumanNature
andSocialOrder)一书的导言内,就详细分析生命的两条河道。这两条河道是什么? 它们究

竟有什么分别? 人类生命两个源流,一个是遗传,好比一条长流的江河;一个是交通(commu-
nication),好比一条岸旁的道途。前者从细胞形质(Germ-plasma)遗留而来,后者从语言、社
交、教育传达而至。道途的发生比河流较晚,因为生命在禽兽时期,只有一条河流,没有道途。
人类在原始时代,一条模糊的小径渐从河旁分出,到了现在,这条小径已变成一条极实极大地

道途,与那河流并驾齐驱。②

河流与道途虽然同为交通运输的途径,但在性质上迥然有别。河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道路则根本

上是人工产物,用它们来说明遗传与传播的不同特征可谓恰如其分。林耀华接着分析道:
个人生命的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从河流得来的东西,好比身体全部,包括脑袋、细胞、四肢

等,莫不从父母及远祖遗传而来。每代遗传的机官或河流,就是细胞原形质,此种包括可能性、
可教性、可发展性、倾向、能力,以及一切先天的特质。这就是生物遗传的部分。另一方面是从

交通而来的东西,这好比人与人的交互作用。先是彼此声音、姿势、面部表情等的刺激和反应,
继而通言语,久而久之,一切社会嗣业,诸如艺术、音乐、宗教、科学、商业等,莫不如此了解,彼
此互动。换句话说,个人在社会交互作用之势力下,学会了怎样感觉,学会了怎样动作,这是社

会交通的部分。③

库利的传播思想在《社会组织》一书中趋于成熟。其中不仅提出了他对传播所下的著名定义,也有

对现代传播所做的全面分析。云端女士在《古莱及其社会学说的介绍》一文中的相关介绍如下:
交通(communication)。交通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构,凡能战胜空间与时间者,都

包括在内。交通的种类,如面部的表情、态度与手势、声调、字眼、写作、印刷、铁道、电报、电话

等,一切合拢起来,做成一个有机的全体,与人类思想的集体相符合。所以凡物在心灵生长者,
皆有外表的存在。倘我们熟思这机构,则能多于我们内心生活多点关连。④

库利从人与人的联系的角度来给传播下定义,反映了他对社会过程的重视。与此同时,他把铁路也

看做重要的传播手段,说明他的传播理论与早期的交通研究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三、库利传播学在民国兴起的原因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部分感受到民国学者对库利社会学说所持的极大热忱。为什么会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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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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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云 端:《古莱(C.H.Cooley)及其社会学说介绍》,载《燕大月刊》1930年第5卷第4期,第38~53页。
林耀华:《生物历程与社会历程》,载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该文原载《北平晨报》1934
年4月18日《社会研究》。
林耀华:《生物历程与社会历程》,载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云 端:《古莱(C.H.Cooley)及其社会学说介绍》,载《燕大月刊》1930年第5卷第4期,第38~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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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国人对一个遥远国度的书斋里的安静学者有如此之高的兴致呢? 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

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如何认识人性以及如何认识社会与国家的迫切需要。传统中国是一家一姓的天

下,在这种社会格局下个人仅仅只是伦理纲常的一环,而非独立自主的个体。专制王朝覆灭后,旧秩序

瓦解,新秩序亟待确立。库利学说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阐明人性本质,既承认人的独立

性,又强调人的合作性,对于急需重建社会秩序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库利对

人的本质的分析是与社会传播的探索紧密相连的,所以他的传播学说也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孙本文对库利关于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的观点极为推崇,如他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写道:

社会是由个人集合而成的,个人是社会的分子。离开社会,没有个人;离开个人,亦没有社

会。柯莱教授说,个人与社会是一体的两面,我们了解个人,即了解社会;了解社会,即了解个人。
个人与社会是双生子;是同时并存,不可分离的。又说,个人与社会,成一种有机的关系。仿佛一

个音乐队所表演的音乐,由各种不同而相关的乐音配合而成。各种乐音的匀称合作,才成为一曲

音乐的和谐。我们不能把一曲中各种乐音,与全曲的和谐,视为两事。故我们亦不能把个人与社

会,视为两事……社会上每一个人与其他人发生联带交互关系。于是社会上即表现一种网状的

关系型。此种网状的关系型,即社会生命所寄托。个人不能离开社会,犹之社会不能离开个人。
个人与社会是不能分离的,是息息相关的。譬如赛球,每个球员为全队密切合作的分子。苟有一

人不合作,不努力,或稍示疏忽,则全队蒙其影响。社会生活,亦复如是。一个人的活动,影响于

社会;社会的活动,影响于个人。语云: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这个意思。①

当孙本文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不论外人还是国人自己都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社会似乎由

于缺乏合群精神而无法产生凝聚力与向心力,悲观失望的情绪四处蔓延。孙本文看到库利的个人与社

会共生共存的观点中包含着友爱互助、乐群爱国的道理,所以不遗余力地予以鼓吹发扬。他在《社会学

原理》的另一处写道:“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牵一丝动全网。个人行动,常可牵及社会全体。就表面言

之,个人行动,在大社会的活动中,正如沧海一粟,何足轻重。但进一步分析之,才知个人行动与一般社

会,关系非常密切。个人依赖社会,社会依赖个人。此种人与人间的交互依赖关系,就是社会生活的真

相。因之,人应爱群,人应爱国,出于理所当然。”②在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之后,孙本文进一步

指出,“社会行为的发生,由于二人以上联合以后的互相交通。没有交通,便没有社会行为。”所以他强

调,“交通为社会行为发生的枢纽”,因为社会行为无非就是“二人以上联合而互通声气时所表现的行

为”③。反之,假如人与人之间没有交往接触的可能,不能交换意见、互相了解,社会行为也就无从发生。
可见孙本文对库利人性论和传播观的关注,有着从中国社会立场出发认识人的本质的内在需求。

毛起鵕的《个人的主观性和文化》同样强调了库利人性论对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他认为,库利主

张人性社会群体的产物,是人与人相互交往接触的结果,包含三个重要论断:第一人性不同于兽性,第二

人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学习的产物,第三人性只能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内。既然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

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人性同样也是社会的产物。人性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没有社会就没有什么

人性。但在中国,性善性恶、贤与不肖这些相互对立的人性观点一直以来并行不悖,构成一种奇怪的混

合体。毛起鵕指出,“人性善恶的问题,鬼闹了几千年,至今还未解决”。他认为人类本没有什么叫做天

性的东西,人类习性是在社会中养成的,主张本性善恶与天生贤愚,都只是一些极端武断的说辞。毛起

鵕还特别注意到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称之为“人类最初步最简单的群体”。他说这种群体如家庭、邻
里、游戏伙伴等,其成员关系是直接接触的,有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不但社会的物质文化赖以传递,就是

文学、理想、政治、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非物质文化,都是从这些最简单最初步的群体中学习得来的”④。
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对中国社会而言,当父母之命不可违这些最基本的传统社会价值规范动摇之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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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38~239页。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页。
毛起鵕:《个人的主观特性和文化》,载《社会科学杂志》1928年第3期,第7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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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面貌必然随之发生巨大而激烈的变动。
总之,传播是我们认识人类本质、认识社会本质的重要途径。在库利那里,传播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

的理论视角,是由于西方世界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变迁而发生的社会重组。对于中

国社会来说,传播视角的特别意义或许在于它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人和社会,把人看成人,看做相互平等

的个体,对于尚未完全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下摆脱的人们来说,这不啻是最动听的言说、最美妙的福音。

四、余 论

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早期的引进与接受情况大致如上所述。可以看到,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至

30年代,库利的著作虽然没有中译本,但他的学术观点却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其中就包括他的传播思

想。作为一项专题性研究,笔者特别希望确立一个时间上的起点,即库利的传播理论引进中国究竟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这方面,民国时期学者张有桐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所发表的《社会之动态的观

察》一文中有段话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思想乃个人精神活动之成果,然而离开社会,决无实存之个人,故与社会完全孤立之思想

亦莫由而生。从生理的而言,则由遗传,由社会的而言,则以语言为媒介,相互交通,由先人而

后人,由个人而至于其他之个人。思想以是常流播传布不已。但此处所谓言语者,非单指发声

之话语而言,自颜面表情,态度手势,身段声调以至于电报、电话、印刷等,凡据时间以保存思

想,经时间以传播思想之一切手段,包含在内之广义之言语也。社会者,由心理的方面以观察

之,则不外由此传播作用而作成之一大思想组织而已。由此思想组织,乃由无量数之有机的相

互关系而成,吾称之为社会思想体系(systemofsocialthought)。其状恰如神经系统之遍及全

身,亘社会之全体而流通贯注者也。①

  文章结尾说:“思想交通之手段完全发达之社会,方有自由之可言。”上述文字不管在观点上还是在

措辞上,都与库利的传播思想毫无二致,很让人疑心它们是从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和《社会组

织》等书中译出的。因为像把社会看成思想组织,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界定传播,这些说法都带有独特

的库利标记,非常容易辨认。
《学艺》杂志由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1917年4月创刊于东京,1920年4月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②。《周佛海日记全编》注释提到,张有桐,字百高,江西萍乡人,1898年生,早年赴日本留学,获东京帝

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江西中山大学秘书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③。另据记载,张有桐在武汉大

学讲授过社会学概论课程,并写过一本题为《社会学》的书,其中将库利译作“枯列”,并论及“交通”问题,
谓“由于心的相互作用而行之意识传达之手段谓之交通”④。综合以上信息,张有桐确曾研究和讲授过

社会学,对库利也有所了解,那么他在《社会之动态的观察》一文中关于传播的说法出自库利的可能性是

比较大的。若果如此,张有桐恐怕算得上最早向国人介绍库利传播思想的中国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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